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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革命推动了能源转型进程加速， 面对这一长期性、 结构性的

能源系统变化过程， 全球层面的能源合作类型与模式也逐步呈现转变。 行为

体多元与议题多样是这一转变的两个重要方向， 能源开始成为全球治理进程

中的重要一环。 能源转型推动多元行为体参与以及广泛议题联结的同时， 也

催发了全球性能源合作的关键转变， 即从化石能源时代的 “资源竞争” 向可

再生能源时代的 “技术合作” 转型。 能源转型引发了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合

作， 引发了新制度的大量创设， 新旧制度的兼容推动了新时期的全球能源治

理制度呈现 “碎而不破” 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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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正在成为能源政治研究重要视角。 无论是传统的公共产品、 国

际贸易、 知识产权， 抑或是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等新兴议题， 都试图通过全

球治理范式寻求实践协作与冲突解决的制度化， 能源政策概不例外。 能源作为

许多跨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 成为探索新路径、 构建新话语体系的重要案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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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作为一个新旧兼容的研究对象，① 这种系统化研究的风潮也被引入能源政治研

究领域， 其焦点在于关注当前国家行为体、 国际组织以及跨国行为体如何围

绕能源议题， 互动生成新的治理网络与治理机制。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全球能源治理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梳理。 一

是缘何进行全球能源治理， 试图通过传统能源合作机制表现、 新问题出现以

及治理范式相对优势三个层次的文献讨论， 来回应这一问题。 二是当前全球

能源治理呈现何种状态， 试图通过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主体、 主要议题以及

机制复杂性三个层面， 还原出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完整样貌。 三是全球能源

治理将会拥抱何种未来。 当前 “转型双期叠加” 导致治理进程矛盾重重， 学

界针对中心化治理机制与复杂性治理机制展开了探讨， 都为下一步治理机制

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 持续加速的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是指能源系统发生的长期性、 结构性变化过程。 过去人类历史

上经历了煤炭替代柴薪、 石油替代煤炭两次能源转型， 两次能源转型及其衍

生的工业革命， 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 也对国家间政治产生深刻

影响。 当前的能源系统， 在经济、 社会以及环境标准方面都难以满足可持续

发展要求， 面向下一代的能源转型迫在眉睫。② 诸多学者围绕能源转型的定义

进行讨论。 瓦科拉夫·斯米尔 （ＶａｃｌａｖＳｍｉｌ） 将能源转型定义为一个过程， 即

从新燃料、 新技术引入它占据国家能源市场份额四分之一的一段时间。③ 罗

杰·福科特 （Ｒｏｇｅｒ Ｆｏｕｑｕｅｔ） 和皮特·皮尔森 （Ｐｅｔｅｒ Ｐｅａｒｓｏｎ） 将能源转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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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 经济系统从依赖一种主要的能源技术转向依赖另外一种。① 此外， 西方

学术界对能源消费类型转变的阐述， 通常采用两种表达方式： 能源转型 （Ｅｎ⁃

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与能源变化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但两者含义有着重要区

别。 能源转型指能源社会技术系统的转变， 能源变化则是能源形式的转变，

前者强调过程， 后者强调结果， 前者更加重视对能源转变背后社会动力、 利

益分配的关注， 显然比后者含义更广、 意义更深。② 本文综合既有研究， 将能

源转型定义为 “能源系统发生的长期性、 结构性变化过程”。 这一定义的优势

在于， 在明晰能源转型基本状态的同时， 指出了其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

一方面， 能源转型是长期性的变化过程。 能源转型是个长时间跨度的巨

大变革。 全球能源评估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也认为， 能源系统的变革

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少则数十年， 多则几百年。③ 正如彼得·奥康纳 （Ｐｅｔｅｒ

Ｏ'Ｃｏｎｎｏｒ） 对能源转型的定义， “社会中能源使用路径的一系列重要变革， 对

资源、 运输、 转化以及服务均有潜在影响”，④ 认同这一观点的， 通常将能源

转型视为一段时期， 即从一种新的能源引入这种能源在能源市场整体中占据

重要份额的这段时间。 历次能源转型的唯一共性在于， 他们都是一项长期的

事业， 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完成， 传统能源占据规模越大， 替代者花费时

间也就越长。⑤ 本文所关注的能源转型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作为全球层面的宏

观分析， 更应注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 而非只关注个别国家和行业。 从

过去已发生的两次能源转型看， 每一次转型都花费至少几十年的时间，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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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当前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但化石燃料技术的进步以及价格的稳定

都给能源转型带来巨大阻力， 因此能源转型是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

能源转型是结构性的变化过程。 能源转型并非一种能源完全替代另一种能源，

能源转型并非零和博弈。 在过去 ３００ 年的能源使用历史中， 与能源转型相伴

的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巨大提升。 从不同能源使用的历史维度看， 从柴薪到可

再生能源， 不同类型能源的年均消耗量都呈现上升趋势。 能源转型改变的是

不同类型能源的份额。 因此， 从历史上看， 能源转型并不意味着哪一种能源

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种结构的竞争也为全球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历史经验看， 能源转型在三个维度推进人类社会发展。 一是推动了技

术的创新。 新兴能源资源或技术的涌入， 侵蚀了传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

“垄断性地位”， 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推动技术持续改进， 其结果就是能源生

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例如， 石油能在过去半世纪中占据能源领域的霸主地位，

未被可再生能源彻底颠覆的关键原因在于， 石油开采技术的不断优化， 美国

页岩油气技术的发展更是为石油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 二是推动了能源服务

价格的下降。 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的根本路径在于成本的降低， 当

可再生能源无补贴上网电价低于煤炭发电价格时， 私人资本会竞相涌入这一

市场。 新旧能源竞争， 推动技术改进的同时， 也推进了能源服务价格的下降。

电动汽车就是典型例子， 当前主流电动汽车的用电成本远低于市面汽油车和

柴油车的油耗成本。 三是推进了能源消费的快速提升。 能源转型带来的能源

结构变化， 并不意味着不同能源进入存量零和竞争状态， 而是推进能源消费

不断扩张。① 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中， 能源转型无一例外都成了能源消费量快

速提升的关键转折点， 新型能源的出现并未阻碍传统能源的发展， 所有能源

消费均呈现总量上升的趋势。②

随着化石能源近年来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不断降低， 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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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正处在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加速期， 各国政府也在低碳可持续能源未来的

协同构建上不断增进合作。 清洁能源转型更多强调的也是有害物与温室气体

排放的减少， 与低碳能源有所相似。 可再生能源转型则指向可再生能源使用

转变， 包括风能、 太阳能、 水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海洋能等非化石能

源。① 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得以推进的主要因素。 当前这场

通往非化石燃料的转型源于两个原因。 对全球气候变化长期影响的关心， 以

及对价格低、 质量高的化石燃料大量损耗的担心。 过去能源转型的经验， 难

以为新一轮能源转型提供足够的启示。 因为新的转型中存在一对刚性矛盾，

即现代工业发展同后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 前者要求高能源消费量， 后者强

调发展应基于可再生的非化石燃料。② 具体而言， 一方面化石燃料消费削减是

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６ 个国家就 《巴黎协定》 达成协议，

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 ２ 摄氏度内， 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前

工业化时代 １. ５ 摄氏度以下。③ 尽管煤炭发电碳储存技术、 森林土地碳回收以

及负排放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都有利于碳排放降低，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

主要的还是削减化石燃料消费。 另一方面， 石油面临严峻风险。 尽管低价高

质的化石燃料储量均在下降， 但石油变化最为突出， 从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５ 年， 全

球石油工业的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上升 １０％ ， 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廉价石油储量

迅速下降， 石油公司被迫采用新技术开发低品位资源原油， 例如油砂、 致密

油以及页岩油， 这些技术需要更高投资的同时， 也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④

综上所述， 国家能源转型路径都与自身的能源禀赋、 政治现实密切关联。

由于自身地缘环境的差别， 不同国家面临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风险类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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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ｔｍｅｎ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５ ／

ｃｏｐ２１ ／ ｅｎｇ ／ ｌ０９. ｐｄｆ．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２］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ｄｌｅｙ， Ｏｕ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１００％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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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都各不相同， 一国的能源转型路径必然是建立在其自身能源禀赋基础之

上的。 与此同时， 各国能源产业利益集团也对能源转型路径产生重要影响。

能源转型并非一场碳排放成本之争， 这也就意味着并非单位碳排放成本最低

就是最优能源， 补贴、 税率以及固定上网电价的政策差异， 都会影响到能源

转型的方向。 此外， 国家能源转型路径也非一成不变的。 因此， 本文在讨论

第三次能源转型下的全球能源治理变革时， 只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进行讨论，

将非可再生清洁能源搁置在研究议程之外。 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零碳能源，

在各国的能源转型战略中都被包含在内， 使得本研究的结论具有更强的适

用性。

二、 能源合作新挑战呼吁全球能源治理变革

能源议题在过去几百年间迅速变化， 石油替代煤炭， 将能源带入全球政

治议题之中， 进入新千年， 清洁能源转型进一步加速了能源议题的多元与分

化。 传统能源合作机制遭遇了资源诅咒、 碎片化以及有效性下降的问题， 面

临重重困难， 亟待改革， 全球治理的路径为此提供了新的范式。

能源政治不断变化与发展。 工业革命初期， 全球大部分地区处于前现

代化状态， 并未开始大规模步入工业化， 国家能源消耗基本可以实现自给

自足。 二战后期， 两个新变化的出现， 开始激发能源全球流动趋势。 一是

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快， 逐步扩大国家能源需求。 二是全球化不断加速，

能源作为商品开始全球流通。 以石油为基础的全球能源贸易开始加速， 连

通、 便利化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为国际政治埋下潜在风险。 １９７３ 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首次将能源议题推向国际政治舞台前沿。 能源供应

安全成为所有能源进口国的重要政治议题， 由于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与地域

分布不均， 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博弈不易协调。 国家行为体开始寻

求战略联盟， 以谋求自身安全保证， ＯＰＥＣ 和 ＩＥＡ 相继成立， 并以对立姿态

持续至今。

进入 ２１ 世纪， 能源议题相较以前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风险日渐增多。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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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 能源安全只是能源政治的单一问题， 但当前，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加剧，

气候和环境议题逐渐居于中心议程， 有关能源贫困、 能源正义的讨论也日渐

增温。 二是行为体日益多元。 过去国家行为体作为单一行为体， 主导能源生

产和贸易运输。 当前随着全球化推进， 风险日益多元化， 公民社会、 非政府

组织、 政府间国际组织、 私营部门以及跨国倡议网络都开始参与进能源议题

的讨论之中， 传统政府间双边与多边合作难以应对全球性能源危机。 三是能

源处于新的转型期。 由于化石能源价格的高波动性以及气候环境议题升温，

化石能源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各国加速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天然气正逐

步在全球取代煤炭的市场份额， 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也屡创新高， 同时，

石油生产国也竭力控制石油价格增长幅度， 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一场时代

之争正揭开序幕。 因此， 能源政治正在从一个新兴议题逐步走向复杂化， 这

不仅仅是从传统长期合约向开放性市场交易的转变， 而且是从传统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向新型全球治理转变， 风险增多、 行为体多元以及能源转型， 使得

能源政治正走向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

以政府间双边合作为核心的传统能源合作机制正在遇到困难。 索斯藤·

本纳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ｎｎｅｒ） 等将传统全球能源治理定义为原油开采的现实政治

（ｃｒｕｄｅ 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 他们认为这一过程被那些无视道德 （ｖａｌｕｅ⁃ｂｌｉｎｄ） 的公司

主导。 此过程中， 能源进口国只关心能源价格和供给安全， 出口国关心出口

收益高低， 而国际石油公司作为一个中介， 只在乎收益最大化， 包括公共与

私人机构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 也只是对能源开采资金投入与经济效应进行

测算。 但这些能源开采项目多位于发展中国家， 能源开采带来的政治冲突、

环境影响以及贪污腐败则无人问津。① 这种 “不良治理” （ｂａ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进

入新世纪开始逐步被强调。 八国集团在海利根达姆峰会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ｄａｍｍ Ｓｕｍ⁃

ｍｉｔ） 宣言中表明了对加强全球能源善治的决心， “资源财富是全球共同利益，

６８３

①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Ｇｏｏｄ ／ Ｂａｄ Ｎｅｘｕ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ａｎｄ Ｊ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ｔｔｅ， ｅｄ.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８７ －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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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责任帮助减贫、 预防冲突以及改进资源生产、 供应中的可持续性问题。

透明性与善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议程”。① 在八国集团的推动下， ＥＩＴＩ 得

到落实。

双边制度碎片化是传统能源合作带来的最大问题。 特里·卡尔 （Ｔｅｒｒｙ

Ｋａｒｌ） 一针见血地指出， 资源诅咒既非不可避免的事实， 也非单纯经济现象，

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现象， 或者说是制度现象。 资源型国家遭遇政治与环境困

境， 制度失灵是关键因素。② 由于缺乏单一型全球能源治理框架， 许多研究试

图绘制一幅涉及能源治理的碎片化机制拼接地图， 希望通过把不同能源相关

制度整合在一起， 从而给出一个新的视角， 可以更加宏观的看待这一问题。③

相对于其他跨国议题， 例如贸易与金融， 能源领域并没有一个公认高权威可

以讨论协调的国际场所。 地球上并不存在一个 “世界能源组织”。 全球能源政

策协商制定， 分散在不同的国际组织、 论坛以及俱乐部中， 当然这也为组织

互动研究提供了机会。④

传统双边能源合作导致当前能源贸易、 投资并未形成全球认可的规则体

系。 徐斌指出， 引发当前全球能源安全忧虑与治理需求的关键在于市场失

灵。⑤ 过去 ２５ 年， 全球政治经济主流是推进能源市场自由化以及建立在非歧

视原则上的吸引外资。 这一趋势的后果就是多边制度与区域性安排的出现，

多边制度的典型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区域一体化组织则是包括北美自由贸易

区 （ＮＡＦＴＡ）、 能源宪章条约 （ＥＣＴ）、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与之相伴随

７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８：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ｄａｍｍ： Ｇ８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８.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ａ ／ ｓｕｍｍｉｔ ／ ２００７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ｄａｍｍ ／ ｇ８⁃２００７⁃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ｄｆ. ［２００７ － ０６ － ０７］ ．

Ｔｅｒｒｙ Ｌｙｎｎ Ｋａｒｌ，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Ｅｓｃａ⁃

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２５７．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７ － ７４．

Ｔｈｉｊｓ Ｖ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Ａ. Ｋｏｏｐｓ

ａｎｄ Ｒａｆａｅｌ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 ｐｐ. ５９１ － ６０９．

参见徐斌： 《市场失灵、 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７８—９５ 页。



的还有大量区域双边论坛， 例如欧盟 － 海湾合作议会、 欧盟 － 俄罗斯对话。

今天的石油天然气自由贸易基本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 安德烈亚斯·高德

索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等人管理油气贸易的制度拼凑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ｕｌｅｓ） 正

面临大量的挑战。 其一是油气贸易投资相关的能源外交议题及其影响正在不

断显现。 其二是区域性以及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正在激增。 其三是既有贸易投

资规则对环境的影响。①

全球性能源挑战频发， 亟须国际层面的统一行动。 这也为全球能源治理

提供了很大发展空间。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研究的一个热词， 相对于其

他能源研究视角， 更加重视行为体、 制度以及过程的重要性。 同时， 全球治

理视角也涉及安全、 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 当然， 国内政治也

是推动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赖雪仪和史志钦从中国视角考察了欧盟在全

球能源治理中的定位， 探讨了中欧在能源治理议题上数十年的互动， 他们

认为中国对欧盟可持续能源发展表示出兴趣的原因在于国内能源政策考量，

中国降低化石能源依赖与改善环境的决心是中欧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重要推

动力。②

全球能源治理相对于传统能源议题分析范式有三个优点。 一是强调了政

治因素影响。 传统能源议题分析， 着重于科学技术改进， 在社会科学领域，

更多采用经济、 贸易以及社会技术视角观察， 政治因素影响关注度缺乏。 但

能源安全引发的地缘危机， 政治因素是首要。 因此， 全球能源危机的应对与

解决， 应注重对政治影响的关注。 二是重新审视了国家路径的作用。 传统能

源议题分析注重国家对关键能源挑战的应对， 但随着多元行为体参与以及全

球化加速， 国家政府的权威影响在全球性舞台被削弱， 多元参与、 共商共享

的问题解决机制成为风险管控和危机处理的优先选项。 通过治理分析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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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ａｎｄ Ｊ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ｔ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ａｎｄ Ｊ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ｔｔｅ， ｅｄ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３ － １４．

Ｌａｉ Ｓｕｅｙｉ ａｎｄ Ｓｈｉ Ｚｈｉｑｉｎ，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Ｎｏ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ｒ，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ｒ 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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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可以更好地理解能源合作与能源转型， 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社会政治

影响。 尤其是从传统国家中心治理结构向高复杂性、 多层级以及非等级制的

结构转变， 私营组织也不断参与其中， 治理视角有助于机制复杂性分析。① 三

是有利于系统性把握能源议题。 全球能源问题， 涉及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行

为体以及不同能源种类议题的交叉互动， 这种议题之间的联结， 其后果就是，

任何行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 全球治理为系统性把握能源问题提供了

一个宏观的分析范式， 可以有效观察整体的变化规律， 评估系统内部互动带

来的结果与影响。

全球能源治理为能源合作提供了革新性解决方案。 对石油市场从传统长

期固定合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ｘ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到当前自由开放全球市场转变的回顾

发现， 这个转变深刻改变了能源贸易模式， 使得能源贸易从零和博弈的重商

主义模式， 走向了一个增量市场。② 制度化的增进克服了能源安全的根本问

题。 市场化的游戏规则，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进而促进了能源投

资提升、 地缘风险化解以及国际性协定签署。

三、 全球能源治理新特点

把握好 “何为全球能源治理”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即将全球治理的研究

视角应用于能源议题。 借用弗兰克·比尔曼 （Ｆｒａｎｋ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对全球治理的

分析框架， 全球治理意即 “在一个特定领域内， 公私制度有效参与的完整系

统”， 是调和组织、 机制以及其他形式的信念、 规范、 规则与决策程序。③ 全

９８３

①

②

③

这里的多层级代指能源合作在次国家、 国家、 区域以及全球等多层面展开， 全球能源治理应

注重不同层面的差异与协同合作效应， 非等级意即当前能源治理并非中心化的单一治理模式， 不同类

型行为体、 同一类型行为体之间地位平等， 不存在等级制结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ａｎｄ Ｊ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ｔｔ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５，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３７３ － ３９０．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 １４ － ４０．



球能源治理的概念通常采用索瓦库的定义， “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 避免跨境

能源合作中的集体行动困境”，① “致力于能源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以及能源服

务提供的国际性集体行动”。② 孙阳昭与蓝虹将全球能源治理定义为 “世界各

国及其相关利益方协调解决跨境能源事宜的行动”。③ 于宏源进一步补充了供

给、 价格的稳定是其治理的主要目的， 从而推动可获得、 可支付、 可持续和

高效能的能源安全实现。④ 马妍将全球能源治理定义为 “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

国际规则或制度解决全球性能源问题的过程”， 她认为议程设定协商、 规则制

定执行以及程序实施监督等环节均包含在治理议程内。⑤ 杜巴什等人较早关注

了全球能源治理的概念。 他们认为当前全球层面能源政策的不一致， 引发了

能源领域全球性议题激增， 进而导致跨国市场与经济治理的失灵， 因而需要

从全球层面协调各国能源政策， 使之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 因此全球能源治

理十分必要。 他们将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当前应对

能源议题的国家间系统呈现高度碎片化特点， 二是能源议题相关的制度、 行

为体多元， 三是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能源政策制定国家路径不能有效地同全

球制度相整合， 三者带来大量机制冲突与重叠。⑥

诸多研究围绕全球能源治理主体展开。 关于全球能源行为体讨论的文章

有很多， 全球能源治理制度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者进行能源议题研究的重要切

入点。 从而将能源研究与国际组织、 制度变迁以及公共产品研究相结合， 使

得能源研究可以从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 从而更多偏向国际

０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 ａｎｄ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ｐ. ２３７．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１２， ２００９， ｐ. ５２３９．

孙阳昭、 蓝虹： 《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 新挑战和改革趋势》， 载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７９ 页。

于宏源：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塑》，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９ 页。

马妍：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 挑战与改革趋势》，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５５ 页。

Ｎａｖｒｏｚ Ｋ. Ｄｕｂａ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６ － １８．



全球治理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 涉及全球能源治理行为分类有两种。 一类是格拉夫等人

将全球能源治理行为体分为了三类。 一是能源专门性组织。 例如 ＩＥＡ、 ＯＰＥＣ、

能源宪章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ＥＣＴ）、 国际能源论坛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ｕｍ， ＩＥＦ）、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 ＩＲＥＮＡ）。 二是一般性国际组织， 其组织

授权不止能源领域， 但对能源议题有重大影响。 例如世界银行、 区域性发展

银行、 八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 三是有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倡议网

络。 多数学者的研究， 聚焦在对单一组织影响的探究上， 也有部分学者跳出

单一行为体的组织行为学研究， 开始关注到组织之间的互动， 试图全面理解

某些多边能源组织的作用。① 此外， 索瓦库等人在前者基础上细化参与行为体

的分类。 将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议程设置与规则制定的关键行为体分为六种类

型， 分别是国际政府间组织 （ ＩＧＯｓ）、 峰会进程 （ ｓｕｍｍｉ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国际非政

府组织 （ＩＮＧＯｓ）、 多边发展机构 （ＭＦＩｓ）、 区域组织、 混合型组织。② 将全球

能源治理的焦点划分为五种， 跨国能源投资的一致性规则管控、 协调石油进

口国避免供应危机、 应对能源贫困议题、 处理化石能源系统的环境外部性问

题、 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③ 尽管机构类型繁多， 覆盖议题全

面， 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体之间互动性严重不足。 国家政府是这些行为体的重

要成员， 尽管国家会有步骤地制定并落实能源合作以及能源转型计划， 但事

实上， 在涉及长期性、 协同性能源议题， 国家政策连贯性也缺乏， 其原因在

于国际层面行为体之间互动缺乏和一致性不足。 这也就造成了当前全球能源

治理碎片化的局面。

全球能源治理的对象也是讨论的重点。 弗洛里尼等人将全球能源治理需

要应对的议题， 概括为五类。 一是与能源有关的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 其中

１９３

①

②

③

Ｔｈｉｊｓ Ｖ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ａｎｄ Ｄｒｉｅｓ Ｌｅｓａｇｅ，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ｆｔｅｒ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４，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９３ － ３１７．

混合型组织包括跨国倡议网络、 准监管私营机构 （ｑｕａｓ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ｏｄｙ）、 全球政策网

络以及涉及前五种行为体参与的公私伙伴关系。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 ａｎｄ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３５ － ２６２．



包括能源资源竞争， 核不扩散机制， 恐怖主义议题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的跨境

安全问题。 二是与能源有关的全球环境政治议题。 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跨

国负外部性问题。 三是与能源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包括对能源选择

以及资金流向产生影响的投资协定， 贸易规则以及知识产权机制。 四是经济

相关议题。 即能够塑造能源政策与投资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对外援助议题。 五

是其他有主要能源影响的全球治理和资源管理的新兴议题， 包括跨国水资源

和农业议题。① 此外， 贫困议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也至关重要。 摩根·巴兹利

安 （Ｍｏｒｇａｎ Ｂａｚｉｌｉａｎ） 等也强调了当前全球数十亿人未能接入现代能源， 能源

贫困带来了经济发展、 健康、 教育、 环境以及性别平等一系列问题， 但全球

能源治理议题对此关注并不明显。 他们通过对全球、 区域以及国家层次能源

贫困治理现状的梳理， 反映了当前能源贫困治理有效性缺乏与机制复杂性提

升， 并重点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一现状， 认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

应该更加注重贫困议题在能源治理中的整合， 更加注重理解能源治理不同维

度对能源贫困的影响， 更加注重能源减贫经验分享， 这都对全球能源治理合

法性提升提供重要支撑。②

伴随新的能源类型进入治理领域， 能源转型促使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呈现

四个新特点。 一是行为体多元。 在原有国家行为体、 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组织

基础上， 次国家行为体与非政府组织开始大量参与进全球治理的进程。 国家

行为体、 国际组织、 私营部门等传统参与主体依旧是新时期能源治理的重要

行为体。 首先私营部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进程之中， 由核电制造商、

油气开采服务商、 油气管道生产公司等构成的能源类私营企业是全球能源流

动的重要基础， 其在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利益集团游说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

可再生能源时代私营部门继续发挥重要职能， 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导向， 使得

关键设备生产商通过行业协会在全球议题中产生巨大影响， 例如以维斯塔斯、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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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阳能 （Ｆｉｒｓｔ Ｓｏｌａｒ） 等全球领先的光伏、 风电设备生产商， 积极参与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网络以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技术合作与能源贫困规划的工

作中。 其次， 国家行为体仍是最为重要的参与部分， 尽管私营部门能量巨大，

但仍难以同公共部门的力量相抗衡。 能源作为一国经济发展命脉， 关联巨大

经济利益的同时， 其供应、 价格安全与否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家行为

体能源政策制定通常会考虑三个层面的利益， 外交政策利益、 经济利益以及

环境利益。 部分国家还通过国有能源公司来对国际市场以及治理进程施加影

响。 此外， 国际组织为能源的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当前国际制度模式

不断演化， 部分国际组织以及多利益攸关方倡议平台也开始向其他国际组织

提供成员参与地位， 制度间互动的增强也推进了全球能源治理中各方的协调

与合作的加深。 新兴行为体也开始参与进全球治理进程。 一方面次国家行为

体开始成为新的治理参与方。 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 西方的联邦政府与州政

府在可再生能源部署的规模以及速度上容易产生分歧， 因此部分地方政府开

始寻求全球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 加利福尼亚州与巴伐利亚州在各自国

家地区层面快速推进可再生能源部署， 同时 Ｃ４０ 城市集团等一系列地方减排

联盟的成立， 加速了能源转型， 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加深为全球能源治

理的加速带来更多机遇。 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开始成为能源治理的重要主体。

随着各国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加深， 各国自发组织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不断增

加， 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对国内化石能源开采以及核能的抵制行动之中， 依靠

募捐与抗议， 逐步发展成重要的政治力量， 全球化与信息化进一步推进了其

跨国合作的展开， 逐步形成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 例如绿色和平组织、 贝罗

纳基金会等， 积极通过多边倡议网络参与进全球能源的治理事务之中。 此外，

科学家、 工程师所构成的认知共同体的功能也不能忽视。 认知共同体依据自

身的专业知识， 既通过技术创新为能源转型指明方向， 也深刻影响到了政策

制定与公众认知。

二是议题多样化。 在既有调节国际能源供需平衡的基础上， 能源透明度、

能源减贫、 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 能力建设等多种新的议题进入全球能源治

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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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多样化同样是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化石能

源的传统多边合作制度， 往往在制度创设之初， 其功能主要是聚焦于能源供

应安全与价格稳定的保障。 但随着能源制度扩散， 数据透明度开始成为改善

合适能源合作的一个聚焦点， 因此国际能源论坛开始牵头创建并维护联合石

油数据倡议 （ＪＯＤＩ）， 与此同时采掘业透明度计划 （ＥＩＴＩ） 也开始被逐步推

行， 各方试图通过稳定公开的数据来维护能源市场的平衡。 随着气候变化议

题的加剧， 能源可持续性也开始成为能源治理制度关注的一个重点。 能源转

型的加速， 将更多的治理议题纳入进能源治理制度之中， 包括政策建议、 能

力建设、 能源贫困、 能源正义等。 能源制度的变迁并非只是对能源类型新增

与能源转型的机械应对， 从议题多样化的趋势可以看出， 能源议题的合作尽

管存在制度碎片化现象， 但这一治理体系正在摆脱安全议题的束缚， 正在走

向一个更加完整、 更加公平、 更加可持续的全球能源治理。

三是能源转型推动了全球能源治理从资源竞争向技术合作转向。 首先，

可再生能源为有限资源束缚的打破提供了可能性。 油气能源的地缘分布异质

性， 决定了大部分国家的能源消费都依存于外部进口， 供应与价格的波动对

其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有效的替代方案， 尽管种类有

所差异， 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拥有一种或多种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随着可再生

能源发电技术的不断突破， 近年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不断降低， 虽然各国在

使用成本上仍存在经济性的差异， 但合理的成本仍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一

种可靠的解决方案。 可再生能源的丰富储量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有限性的矛

盾。 其次， 能源转型加速， 推进了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国家在技术上的合作。

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过去 ３０ 年能源消费增速最快的能源类型， 为进一步推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 以德国、 中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国家， 正在大

规模推进双方的技术合作， 以实现更快的能源替代速度。 同时， 当前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等欠发达国家面临严峻的能源贫困问题， 现代电力接入不足困

扰其国家整体发展， 这对于可再生能源产业推广是个巨大的机遇。 最后， 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也影响到非常规化石能源的推进策略。 美国在过去

２０ 年的页岩油气开发上取得巨大进展， 私人资本的引入与水力压裂技术的不

断精进， 页岩油气技术使得美国油气产量取得巨大提升， 一举扭转了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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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能源对外依赖状况， 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① 美国因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开始推动 “能源新现实主义”， 正如能源部长里克·佩里在 ２０１８ 年剑桥能源

周的发言所谈到，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成功为广大资源贫困国提供了一个可

行样板， 通过油气工业的技术创新可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改善国民生活

水平。②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关键就是， 向部分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

出售页岩油气技术， 以推动其他国家能源替代战略的转变。 美国页岩能源战

略也改变了以往进出口国家资源竞争的传统局面， 试图以技术合作来推进能

源消费国之间的联系。

四是跨国能源互动根本方向的转变， 也使得新时期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

现出 “碎而不破” 的特征。 从资源竞争转向技术合作， 国际制度的功能便从

冲突管控向信息沟通平台转变。 随着能源转型的不断加速， 全球能源治理体

系呈现出两个特征， 一方面是制度碎片化日趋严重， 新制度开始大量被创设，

同时部分综合性国际制度开始广泛涉及能源议题， 与之相伴随的是既有制度

仍留存在全球能源治理框架之中， 不同制度间存在成员国叠加与功能重合的

状态； 另一方面是这些重叠制度并未相互孤立， 制度间广泛互动过程中合作

大于冲突， 呈现制度兼容的现象。 碎片化一直是传统能源合作的重要特征。

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能源种类多元， 议题领域复杂。 咨询机构分散和行政

授权重叠导致了能源政策制定权威性不足、 连贯性不强、 一致性不够， 这是

造成全球能源治理碎片化的主要原因。③ 由于国际能源领域存在系统碎片化与

制度丛生的特点， 如何推进可再生能源在欧盟层次以及全球层次有效治理，

给欧盟法律和国际法均带来巨大挑战。④ 全球可再生能源系统内聚性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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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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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的分散以及能源种类的多元， 都使得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将逐步呈

现多中心化以及复杂性的机制特点。 维克多等人则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 将

全球能源治理的制度特征定义为 “机制复合体” （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作为对外

部冲击的回应， 多数能源组织呈现 “自下而上” 的特征， 这种特征也塑造了

能源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倾向。 近年来能源领域的两个结构性转变， 也进一步

加剧这个特征， 一个是替代能源的加速发展， 一个是环境政治的逐步加强。①

能源转型对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其核心转变是从

化石能源时代的 “资源竞争” 向可再生能源时代的 “技术合作” 转型。 传统

化石能源时代， 能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难以摆脱有限资源的竞争状态， 但

能源转型加速了技术在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环节中的影响力提升， 技术的影

响不仅体现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包括页岩油气在内的非常规化石能源也受到

这一趋势的影响。 从资源向技术的转型， 为合作带来更多可能。 与此同时，

能源转型引发了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 引发了新制度的大量创设， 新旧

制度的兼容推动了新时期的全球能源治理呈现 “碎而不破” 的新特征。

四、 全球能源治理的未来展望

当前全球治理进程， 出现诸多矛盾与问题。 “转型双期叠加” 是导致全球

能源治理问题频发的关键， 而南北国家话语不平衡则是观察这一原因的重要

视角。 学界也对南北国家的角色作用与治理模式进行了广泛探讨， 同时对未

来全球能源治理提出了改进方向。

全球能源治理当前也饱受争议。 不同学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

治理机制碎片化， 缺乏一致性并且协调能力不足； 二是机制重叠， 不同治理

制度授权不一， 经常发生冲突。 能源领域碎片化与治理失灵的现象， 并非能

源议题引发的后果， 而是深深植根于跨国治理机制议程。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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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问题， 设立了一系列新制度， 但制度的叠加缺乏宏观协调， 从而出

现了三个特征， 缺乏系统路径、 缺乏理论基础、 授权及结构概念框架模糊。①

举例来说， 传统的能源机构设立之初只是为了应对单一能源议题， 国际能源

署和欧佩克则是因为国际石油贸易而产生，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加速发展， 其

传统职能难以应对， 只能接受新的能源组织出现， 并不断调整自身工作范围，

加剧了碎片化与复杂性。 同时， 也会有行为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寻求

新制度的建立。 例如全面谋求可再生能源转型后， 德国国内政治转向与国家

利益诉求， 是推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成立的关键因素。② 此外， 多注重短期效

应是当前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备受指责的因素之一。 小国频繁加入新组织、

签订新协定， 这有时也是无奈之举。③ 因为如果只有单一机制解决此类问题，

排除在机制之外的国家面临高的加入门槛， 这显然也是小国支付不起的。 诸

多问题解决型与危机预防性的制度安排交织在一起， 只能避免短期损失， 并

不能为长期的国际合作构造一个坚实的基础。

“转型双期叠加” 导致了全球能源治理问题的层出不穷。 一是能源系统转

型。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突破， 部署生产成本持续降低， 全球环境压力

日益严峻， 各国在减排议题上的一致性有效提升， 化石能源面临空前压力，

清洁能源转型已成大势所趋。 二是能源市场转型。 进入 ２１ 世纪， 新兴国家的

能源消费水平不断提升， 以中国、 印度为代表的新兴能源消费大国， 被排除

在传统的能源治理机制之外， 缺乏应有的话语权， 页岩油气技术突破， 原油

市场格局出现重要变革， 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大转型重塑了能源市场转型。

转型的双期叠加， 不仅使得传统基于双边长期合约的传统国际能源合作不确

定性提升， 也降低了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合法性与有效性， 全球能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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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问题， 亟待变革。

南北国家的话语不平衡则是观察转型双期叠加的重要视角。 发达国家的

话语霸权使得全球能源治理受到指责。 国际能源署和八国集团曾为能源危机

解决做出巨大贡献， 但进入 ２１ 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经济崛起的同时伴随着能源消费的大幅度提升， 亚洲

成为全球能源消费新的增长点。 但这些能源消费新兴大国， 并未被囊括进传

统的发达国家治理体系， 新兴经济体消费份额增长与话语权不足产生的矛盾，

给传统能源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带来危机。

在全球能源治理的应对上， 学界争论仍集中在是采取系统性的中心化管

理还是采取复杂性的多中心治理。 如果全球能源治理采用一种中心化的路径，

安·弗洛里尼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认为国际能源署无疑是最具有潜力成为全球能源

治理网络中心节点的国际组织。① 但对于能源能否系统性治理， 索瓦库和弗洛

里尼也提出了质疑。 全球能源治理并不存在系统性的路径， 因为规则和制度

本身就是作为问题解决方案出现的。 国际能源署的成立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石油禁运， 欧盟委员会成立能源安全小组， 也是为了应对俄乌天然气危机。

能源治理机构与制度的诞生， 危机应对是最主要因素， 尽管为了避免危机，

当前不断进行能源领域的治理机制改善， 但国家在规定执行时易陷入集体行

动逻辑的困境。 因此， 部分学者认为系统性治理难以实现。 埃莉诺·奥斯特

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则在复杂性基础上， 认为多元中心主义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也许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 意即摒弃等级制度， 通过不同规模的治理制度

的相互联结， 协调制度运行， 共享权力。 这种路径一个问题则是有可能带来

权威多元以及管辖权重叠等问题， 造成的后果就是效率低下。②

全球治理碎片化加剧了机制复杂性， 使得制度间联系不断加深。 因此，

均势转变与复合相互依赖治理的叠加为当今世界带来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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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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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能源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性， 成为复合相互依赖的核心议题， 任何

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承担与应对三种危机协同后果。 面对后冷战格局的巨大

变化， 乔凡尼·格雷维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Ｇｒｅｖｉ） 开始用 “极间”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ｒ） 一词来

形容新的世界体系。 他认为极间体系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是相互依赖时代的多极

体系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描述， 前者优于后者， 其原因在于前

者关注到了均势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摩擦升级， 当前主要大国的经济与

安全议题已经牢牢联结在一起。 这一国际体系也为全球治理结构变革指出了

方向， 这一变革必然是基于大国间的共同利益与特定议题政策融合。 他将极

间的特点归结为， 利益基础、 问题驱动、 过程导向， 认为这一体系良好运行

的关键在于主要大国的有效合作。①

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全球能源有效治理持有乐观态度。 柯尔丝滕·韦

斯特法尔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认为全球能源治理是为多元行为体提供一个协

商谈判的舞台， 其本质是冲突解决。 能源治理背后折射的仍是基于权力博弈

的地缘政治， 能源生产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持续冲突史，

消费国想要得到稳定供给和低价， 生产国则希望消费国分散， 以免产生集体

行动威胁生产， 加之化石资源的有限性， 他认为这种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

零和博弈无法解决。② 显然， 这种零和博弈的根源是化石能源的分布不均以及

资源有限，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部署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

无论能源如何转型，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无

论任何议题领域， 政府间进程只是治理过程的一部分， 全球政策领域有多元

的行为体构成， 包括国际组织、 公司、 专业机构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倡议群体等， 这些行为体都试图参与他们所关心议题领域的治理活动。③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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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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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私营部门在跨国能源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 公共政策制定者会

约束能源企业， 其手段既有可能通过监管措施来防范市场失灵， 也有可能推

行激励机制促进新技术推广应用。 另一方面， 私营企业作为能源领域最大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技术革新上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通过技术门槛防范公共

部门的过度干预， 甚至采用多种机制游说公共部门。① 此外， 私营部门中非政

府组织与跨国倡议网络也发挥巨大作用， 这些组织的专业性、 监管与执行能

力， 都使得其推广的价值观容易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能源与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正义以及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 这些都是在私营部门的强力推动下

深刻影响了能源政治进程。

五、 结论与启示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 能源转型所产生的最为深刻的影响是， 可再生能

源时代的国际能源合作正逐步摆脱资源竞争的零和博弈， 开始向技术合作转

变。 可再生能源为能源消费国带来低碳发展机遇的同时， 成为稳定化石能源

价格的重要平衡手段。 因此， 国家行为体应该进一步利用好现有机制， 推进

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的推广，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减贫事业。 与此同

时， 还应加强对可再生能源时代地缘政治竞争的重新思考。

全球能源治理， 期冀将能源领域涉及的多利益攸关方纳入治理议程， 提

供全球性协商合作平台与机制， 推进能源安全与风险问题的解决。 传统治理

过程中， 工业界话语增强已是普遍共识， 欠发达地区家庭能源贫困并未得到

有效重视。 当前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 多围绕工业使用而设计的， 而非

能源终端消费者。 但事实上， 相对于占据全球能源消费量三分之一的工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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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终端也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费的四分之一。① 全球能源系统设计应进一

步向现代能源普及倾斜， 确保每个人能用上可支付、 可依赖、 可持续的现代

能源。②

伴随能源转型加速， 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发生深刻变迁。 新旧能源的产业

竞争， 引发了新一轮的国家 “制度竞赛”， 各国政府都希望赢得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主动权。 多元行为体涌现与全球变暖加剧， 推动了能源议题的进一步复

杂化， 能源议题的制度互动不再拘泥于能源机制复合体内， 不同议题机制复

合体间的互动日益频繁， 国家行为体不得不对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分析层次进

行重新思考。 要素制度、 国际机制复合体与国际机制复杂性为这一系统的复

杂性分析提供新的可能。 这也就意味着， 国家行为体应更加注重从资源竞争

向技术合作的转变、 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以及对跨议题机制复合体

互动关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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